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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时期平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群体的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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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012)

［摘 要］国共十年内战时期( 1927－1937) ，北平和上海地区因为有着巨大的“文化
市场”，吸引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汇聚于此。他们以中共领导的相关文化组织
机构为中心，开展学术活动，推进学术研究，尤其是参与到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

战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政治环境、文化场域对学术
活动的影响甚大，由此导致两地史学发展各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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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时期的广州聚集了邓初民、何干之等社会科学工作者，还组建了文总和社联，而桂林则有杨东莼，太原有侯外庐等史

家活动，但这些地区的史学研究群体与平沪史学研究群体相比，规模较小，活动时间较短，史学活动也不太明显，这里

从略。

② 在当时的平沪地区，还有许多中共之外的其他左翼派别的学者，他们活跃在教育界和出版界，也声称用唯物史观的理论

研究历史，并出版一些史学作品，如托派学者李季、王宜昌，独立学者刘叔琴、黄菩生，生平难考的学者刘剑横、刘静白，等

等。目前学界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之性质的认识存在较大争议，这里不作重点讨论，只在必要时提及，考察重点则在与中

共存在较强联系的学者。另，文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指从事或涉及过马克思主义历史教学、研究的学者或人物。

1927－1937 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发生激烈对峙，除了军事领域的斗争外，文化战线的斗争也
很炽烈。马克思主义史学便是左翼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一支尖兵。文化宣传阵地
的扩大，端赖于“文化市场”的规模，故 20 世纪 30 年代文化斗争的核心舞台最终集中在当时的全
国文化中心———上海和北平①，而这与两地有着足够的文化受众、出版阵地、文化场所，以及强大的
文化辐射力密切相关。因此，上海、北平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者的主要集聚地。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②在平沪两地的集聚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一批留学国外或从前线退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集聚上海、北平

等地，掀起了以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和革命文艺运动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1929 年，中共为统一
文化工作成立了直属中宣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文委”) 。嗣后，在文委领导下，各领域
的左翼文化联合组织在平沪两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以各地原有的左翼文化团体为组织基
础，吸收其骨干成员而成立，并最终统一于各地文总领导之下。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活动
的组织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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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1930年 5月，文委和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 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成立了中
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简称“社联”) 。朱镜我为党团书记，杜国庠为党组成员，盟员包括吴亮平、王学
文、邓初民、熊得山、李达等。① 此后社联不断吸收新成员，其中就有 1930 年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的李平心( 1932年入盟) ，广州社联创始人、1933 年避难上海的何干之( 1934 年入盟) 。1930 年 10
月，在社联、左联等 8个文化团体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 简称“文总”) ，它以领导和协
调各文化团体的行动为目的。1933 年，陈翰笙、钱俊瑞等又在文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
究会。此外还有一些自由学者，如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公学教授的杜钢百，
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与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保持密切联系。② 这样，到 20 世纪 30 年代前中
期，在上海聚集了包括杜国庠、邓初民、陈翰笙、何干之、杜钢百、李平心、李达、熊得山等众多马克思
主义史学工作者。
在文委和文总的领导下，上海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了诸多学术活动。一是参加新兴社

会科学运动，以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二是组织人员进入学校授课。如社联第二任党团
书记张庆孚同教育界、学术界有较多联系，经常介绍盟员到上海各校讲课，经他介绍进入复旦大学、
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授课的有李达、王学文、邓初民、吴亮平、熊得山等。③ 三是在 1930 年下半
年成立了社联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法政大学学生邓拓就是
其中的积极分子。四是创办杂志和出版书籍。单就社联言，就先后创办了《思想》《新思潮》《新兴
社会科学》等在社会史论战中赫赫有名的刊物，社联还曾利用杜国庠与南强书店的关系出版了吴
亮平的《社会主义史》和杜国庠的著作。④ 五是开展社会调查。在陈翰笙领导下，中国农村经济研
究会做了大量的中国社会经济调查，开展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贡献很大。
在北平，1930年，在中共顺直省委和北平市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北方分盟( 简称“北方左联”) 、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 简称“北平社联”) 。次年底北平
教育劳动者同盟( 简称“教联”) 亦随之成立。1932 年 5 月，以诸多左翼组织为基础，成立了文化运
动的指导组织北平文化总同盟( 简称“北平文总”) ，6 月该组织又改组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
( 简称“北方文总”) 。⑤ 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些组织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范文澜是教联的党团书
记，侯外庐、马哲民是其盟员。⑥ 谭丕模 1931年加入教联后担任过出版刊物的编委⑦，赵纪彬 1932
年曾出任过秘书长、组织部长⑧。与上海不同，北平学者参加社联的并不多，不过他们通过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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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师生交流等形式与社联保持着联系。如当时的社联盟员、北平大学学生尹景湖与李达、侯外
庐就联系紧密。① 此外，还有像陈翰笙、吕振羽、翦伯赞等与中共组织保持特定联系的学者。这样，
在北平便集聚了陈翰笙、李达、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赵纪彬、嵇文甫、谭丕模、吴承仕、齐
燕铭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
北平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文总等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是通过大学讲

堂传播了唯物史观。北平大学法( 商) 学院、中国大学都是这个时期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
播阵地，因其中进步师生较多，有“红色大学”之称，如李达、吕振羽、侯外庐等都曾在此教授马克思
主义相关课程。② 此外，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东
北大学等校都有许多进步学者。二是积极组织公开演讲。活动由文总和教联组织，学生出面邀请。
侯外庐、马哲民等便是经常受邀者。演讲频度很高，半月甚或每周皆有，常在北平各大高校举行，内
容多涉抗日救亡。据侯外庐回忆，当年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于这类演讲热情极高。③ 三是参
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1928 年至 1931 年间，翦伯赞蛰居北平，与吕振羽、谭丕模相熟，常
在一起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并“边干边学”马克思主义，积极撰文参加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
战，批判托派理论。④ 四是创办刊物。如文总和社联的机关刊物《北方文化》《社会科学》，吕振羽
与谭丕模 1930年创办的《新东方》，以及吴承仕、齐燕铭 1934 年创办的《文史》等。五是组织时事
讨论会、聚餐会、读书会等，以团结左翼知识分子。如 1930 年代前中期，以吴承仕、张申府、黄松龄
等为代表的二三十个左翼学者经常以聚餐会的名义讨论政治问题，一两周一次。⑤ 从“一二九”运
动到“七七”事变间，中国大学国学系吴承仕、齐燕铭等五位老师曾组成时事座谈会，这实际是北方
局倡建和领导下的党的特别小组，它成为北方局领导北平文化运动的一条重要渠道。⑥ 而在当时
的学生中，受社会性质论战促进和启发，“组织读书会的活动非常普遍”，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学
生间就组织过社会科学研究会。⑦

20世纪 3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左翼学术组织逐渐转型。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强
化严重限制了左翼文化运动，加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央文委 1936 年决
定解散文总所属的左联、社联、教联等进步文化团体，平、沪两地学者的联合组织也随之解散，史学
研究队伍或星散各地，或转入各种救亡组织。1936 年春，上海文总、社联解散，部分成员成立了上
海著作人协会，仍以传播新兴社会科学为使命，一些青年则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同年，北平文总、
教联等组织解散后，留在北平的史学工作者们则仍坚持斗争，如吴承仕、谭丕模等就加入到北平新
启蒙学会中去，继续开展理论斗争。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共政争中逆势传播
( 一) 文化“围剿”的推行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兴起
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文化活动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政策下基本是以隐蔽的

形式展开的。尽管在 1930年代以前国民党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内部矛盾上，但其文化管控政策仍
使得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写出的许多理论作品常被禁售。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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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统计，仅在 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的查禁革命书刊的通令就有 30 个之多。① 其中，南京政府
1929年 6月公布的《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及其通令中就指出，沪上发现共党刊物颇多，大都在
租界内各小书坊寄售，流毒愈深，殊非党国之福，应该严密查禁，并命令上海市政府“随时注意查察
上海各书店销售之书籍，按周报告”，并通令各地党部宣传部随时审查，“如发现有共产书籍时，会
同该地政府予以严厉之处分”。② 在此情况下，上海的《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等进步刊物，创
造社出版部、春野书店等进步书店在 1929－1930年间先后被查禁，相关工作人员也常被拘捕。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所导致的统治不稳固，为中共领导下的文化阵地的开辟留下了

发展空间。在上海，蒋系势力虽强大，但租界方便利用，地下工作者可以开展半公开的活动。在北
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势力较大，对左翼势力相对宽容，进步力量得以壮大。故
此，平、沪地区的左翼文化机构和团体在 1930年以前发展迅速，加上其时普通民众对进步文化的浓
厚兴趣，这就使得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盛极一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

传播带来了契机。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众多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推动下，1928－1930年间，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出现

了新兴社会科学传播热潮。首先，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社科名著得到大量翻译，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风行一时。据统计，仅在 1929年国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新书就达 151 种，译者达 100
人左右。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河上肇等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被一译再译，一版再版。以丛书形式
出版也屡见不鲜，如现代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书店的《新社会科学丛书》等。④ 而随着中
国学者对马列理论的日益熟悉，从 20世纪 30年代起，他们开始由译介经典转为独立编著。⑤ 如张
如心的《无产阶级的哲学》( 1930 年) ，高一涵主讲、熊以谦记录整理的《马克斯唯物史观浅说》
( 1931年) 等。⑥ 其次，进步刊物和书店不断涌现。这三年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思想》
《新思潮》，上海社联主办的《新思想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讲座》，上海左联主办的《世
界文化》等，刊载了许多史学类文章。同时，进步书店也发展迅速。其中上海有党组织直接创办的
书店，如无产阶级书店、秋阳书店、华兴书局等。阳翰笙说: “除了刊物，我们掌握的书店也很多。
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都有自己的出版部，实际上就是书店。还有湖风书店也是党领导的。四马
路的一些小书店，也大部分和我们有联系，如光华书局、现代书局、泰东书局、亚东书局。”⑦潘汉年
与光华书局，潘梓年与北新书局，钱杏邨( 阿英) 与亚东书局，孟超与泰东书局都有特定联系，而湖

风书店则由宣侠父创办。此外，还有郑伯奇、朱镜我创办的江南书店，蒋光慈等创办的春野书店，胡
也频、丁玲创办的人间书店，任白戈、沙汀创办的辛垦书店，陈望道创办的大江书铺，李达、邓初民等
创办的昆仑书店，以及李达在其中任总编辑、杜国庠( 化名林伯修、吴念慈) 任编辑的南强书局。再
次，大学讲堂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据点。上海的复旦大学、法政大学、暨南大学，北平的中
国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都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身影。
最终，在各种政治和学术因素的发酵下，终于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论

战吸引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加入。上海社联成员普遍具有写文章、讲课、翻译等能力，朱镜我、
王学文、杜国庠、张闻天、潘东周、邓初民等人都曾在《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社会科学战线》等
刊物上踊跃发文，是论战的主力。在北平，翦伯赞、吕振羽也积极参与了论战，他们在阎锡山势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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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81－487页。
阳翰笙:《左翼文化阵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左联回忆录》，第 157页。



办的《三民半月刊》上撰文发声。社联北平分盟因为高级知识分子不多，对论战的反应稍晚，参与
也不多。他们多以读书会、报告会对此进行讨论。1934年北平社联研究部长李正文就曾在社联内
部作过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小结，并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上。①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复杂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兴起的，论战各方

皆宣称奉行唯物史观，却归属不同政治势力，故往往视论战对立方为“最凶恶的敌人”，对其开展
“理论的批判”。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战斗性，而这与中共当时的文化
方针及对思想界形势的判断有着紧密关系。在 193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提出以前，中共对于
国内局势的判断总体来说是比较急进的。因为国民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一度认为资产阶级和上
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因而不再相信有阶级间的统战问题。虽然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提出了吸收小资产阶级( 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是其中一部分) 参加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对

于所谓“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和名流学者，则仍一概视为反革命。这种情况
直到 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和瓦窑堡会议召开时才在全党范围内实现转变。② 相关主张反映在
文化方针上，便表现为不妥协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在思想界的各式论争中，中共领导下的
史学研究队伍对于其他派别的学术理论往往采用批判的态度，这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

可以看得真切。
如作为论战领导团体的“社联”，在其成立纲领中就对自身的任务提出明确规定: 要“严厉驳斥

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
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③社联的工作报告中也曾直接指出:“从文化运动的立场上看来，
‘社联’所负担的任务不应该受 Academic倾向的拘束，更要克服文化主义的倾向，成为真正斗争的
文化机关”。④ 中央文委书记兼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朱镜我 1930年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一
文中说，随着全世界表示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思想界也出现了尖锐对立的

两大阵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后者包括三大思想系统: 改良主义，
包括了“从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的王道哲学中因袭出来的戴季陶主义”和“新生命社中的小喽啰的
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自由主义，包括胡适一派的理论; 机会主义，即中国取消派的理论，是“反动思
想阵营里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东西，最易使动摇分子陷入迷坑的理论”。朱氏强调: 与
这些“中国思想界底反革命阵营”作坚决斗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急切任务，在“阶级斗争
之锐尖化，已经将到顶点的现在，已经没有中间的道路，中间的立场，谁不愿藏身在反动的营垒之

中，谁就应该走进革命的阵线!”⑤该文所分析的是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但文中所体现的革命高
潮即将到来的紧迫感和理论斗争的坚决性，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领导下的历史研究工作

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普遍倾向。在论战中，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托派和新生命派极力批
评，恰恰是基于与“思想界的反革命阵营”作坚决斗争的觉悟，换言之，这是一场文化领域的“反围
剿”斗争，没有任何中间立场可言。
( 二) 文化“围剿”的加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进入高潮
1930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是年秋，随着中原大战结

束，国民政府很快腾出手来对迅速发展的革命文化进行“围剿”。是年 12 月，国民党中宣部编印的
平、沪等地社科书籍审查报告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书籍的勃兴，“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
近月以来“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的高潮，于无形中已经冷落下来了，所以出版亦渐减少”。而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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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是“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所以他们毫无畏忌的尽量出
版，故极一时之盛。但是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① 同月，国民政府又颁布《出版
法》44条，次年 10月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 条，要求出版机构在书籍报刊发行前声请登记、审
查，未经许可擅行出版的概行禁止和扣押。② 再有，1930－1932 年间，国民党调查科特务组、力行社
等反共特务组织相继涌现; 1931年初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加重了对“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
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的惩治③; 1932 年，国民党与上海租界工部局
协定，特务可以进入租界捕人; 1933 年，蒋介石派侄子蒋孝先辖宪兵三团入驻北平，残酷镇压中共
地下活动，逮捕进步师生。平、沪地区的文化斗争形势日趋严峻。
面对文化“围剿”，中共领导白区地下工作者作了坚决回击，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其斗争策

略仍然显得过于激进。以社联为例，它在理论上不仅要求盟员富于斗争性，还极力批评其学术化倾
向。邓初民作为社联的发起人之一，因为在社联事务上偏重理论工作，结果在 1932 年被批为脱离
实际斗争的右倾分子，受到了开除盟籍的处分。④ 这种激进性在社联的实际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
显。当时的白区地下党组织曾盲目命令党、团员开展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写标语、发传单等活动，
社联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其盟员不得不在其号召下参与其中。有研究者指出，在 1932－
1935年间，上海社联各小组几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这些政治活动上，以至于其主要任务，即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受到很大冲击，甚至被放置一旁，而社联的许多成员也因此进了监狱，组织

遭到破坏。⑤ 这种不注重发挥理论工作者研究特长，不注意讲究斗争策略性和隐蔽性的文化方针
无疑与当时激进的对敌政策分不开。
在国共激烈斗争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活动的危险性大大增加，进步文化工作曾经屡受

挫折。一方面，进步书刊、书店被大量查禁。1931年当局查禁书刊 228 种，因“宣传共产主义”“鼓
吹阶级斗争”等理由查禁的书刊达 140 余种。⑥ 1932 年，北平地区的《北方青年》《反帝特刊》等十
余种进步刊物被查禁。此外，进步书店在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也被大量关闭。在上海，1931 年，
北新书局、群众书店、江南书店、乐群书店被查封。现代书局( 1931 年) 、大江书铺( 1931 年) 、湖风
书店( 1932年) 、光华书局( 1935 年) 或被查封，或被迫停办。另一方面，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在上
海，李达 1931年在赴演讲途中遭特务毒打，左臂骨、锁骨则被打断。⑦ 社联和文总也多次遭到破
坏，尤其是 1935年中共上海党组织遭到的大破坏，导致中央文委、文总、社联的朱镜我、杜国庠、许
涤新、阳翰笙等负责人被捕，邓初民被迫转移，社联甚至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系。而在北平，1932 年，
当局大肆逮捕进步人士，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在北平被捕，是为“许马侯事件”; 随着形势的恶
化，到 1934年北平社联也遭破坏。社联成员甘一飞回忆说: “由于白色恐怖，1933 年至 1935 年前
半年，党的秘密组织和外围群众团体很难开展活动。”⑧

即便如此，白区文化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史论战自 1931 年后走
向高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更大发展。究其因，除了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自然延伸这样的学术
原因外，也有特定的政治原因。
一是 1931年以前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查禁更多地偏重于直接鼓吹现实革命和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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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著述，这就直接打击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使得论战更多地转向没有那么敏感的古代社会史研

究领域。如前述 1930年国民党中宣部审查报告中，虽然认为郭沫若的《古代中国社会研究》“殊多
牵强附会之处”，陆一远的《社会进化史大纲》有“辩证唯物论的立场”，李一尘的《太平天国运动
史》“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但都未要求查禁。然而对于丁达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朱新繁的
《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则都以鼓动阶级斗争为由通令查禁。① 后两者与中国社会性质论
战紧密相关。这说明社会性质论战成为当局重点压制的对象。而到 1931年后，国民党图书审查日
趋严格，史学类书刊也成为重点监控对象②，连作为社会史论战载体的中间派杂志《读书杂志》及其
出版者神州国光社，也因“谈马克思主义太多”等原因而于 1933 年遭查禁和袭击③。1934 年，郭沫
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一度被查禁。④

二是抗日浪潮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带来了契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 1932 年
“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浪潮席卷平、沪，文化界因此趋向进步，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出版商开始同
情和支持进步学者的工作。夏衍回忆说，“一·二八”以前在沪地下党处境艰难，党员常因言行异
于常人而被告密，但此后则一般群众不但不去报告工部局，反而要给予保护和帮助; 同时，过去左翼

作家的作品只能在自己办的或与左翼有关的书商办的杂志上发表，“一·二八”后则许多报纸、杂
志，包括中间的或中间偏右的，都欢迎左翼作家写文章了。这为“文总”所属的各个组织提供了发
展工作的机会。⑤ 夏衍的话反映了当时整个文化界存在的进步趋势。史学界也是如此，许多学者
在抗日浪潮中日趋革命化。如齐燕铭说，“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学潮曾给他以很大震动，他最终
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救国救民之道，随后又将马列著述介绍给了同样忧心时局的老师吴承仕，这

成为齐、吴两人以唯物史观治史、治学的发端。⑥ 侯外庐也称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真正从思想上
走出书斋，是在“九一八”以后。⑦ 范文澜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浪潮中因亲近共产党和爱国青年被
捕，出狱之后就出版了“宣传爱国思想，影射国民党政府”的通俗读物《大丈夫》( 1936年) ⑧，这种用
世之学成为他从“追踪乾嘉老辈”的“好古”之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桥梁。
三是瞿秋白、张闻天等在白区文化领域大力反对“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作

品的发表与传播打开了渠道。1931年夏瞿秋白到上海主持文化工作，极力纠正左联“左”的错误。
1932年中宣部长张闻天又要求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这对当时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都有重要推进作用。夏衍说，过去我们是不允许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但自从瞿秋白领导文
化工作，我们就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国民党或资产阶级办的《晨报》《申报》等宣传阵地。⑨

事实上，从 1931年开始，特别是 1933年以后，包括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商务印书馆的《东方
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上海杂志公司的《新世纪》等中间性质的刊物，乃至孙科主导的《中
山文化教育馆季刊》，CC系潘公展办的《晨报》等国民党报刊也逐渐开始刊登马克思主义史学类文
章。尤其是《读书杂志》，在 1931－1933 年间更是成为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阵地。此外，还出现了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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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国民党中宣部致中执委工作报告》，《出版史料》1990年第 3期。
从当时查禁的社科类书刊中的“共产党刊物”来开，革命史类的书在 1931年后数量有所增加，参见《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
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 205－223页。
龚联寿:《王礼锡年谱》，载潘颂德编《王礼锡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6－48页。
该书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后经出版商斡旋而解禁。参见《查禁书目》，《国闻周报》1934 年第 11 卷第 11 期; 《中央
党部查禁大批书籍的善后》，《现代出版界》1934年第 23期; 鲁迅:《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的经过》，张
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 190－205页。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载《左联回忆录》，第 52－53页。
张致祥:《忆我的老师和同志吴承仕》《怀念好学长齐燕铭》，载《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 156－157、226－227页。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 40页。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1940年第 3卷第 2期; 范元绶:《悼念先父范文澜同志》，《文史资料选辑》第 92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0页。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载《左联回忆录》，第 53页。



承仕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的《文史》等。这集中体现了当时办刊风气的转向。社联党团书记
许涤新回忆道，1933起由于“文委”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办刊困难，“于是我们便利用公开合法的
刊物来发表文章了”。①

同时，党内学者也积极拓展出版渠道，所创新刊有上海的《世界知识》《中国农村》《读书生
活》，北平的《北方社会科学》《世界文化讲座》《大众文化》等; 书店则有上海的生活书店、新知书
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北平的北平人文书店、北平书店等。以这些刊物和书店为依托，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参与社会史论战。上海方面的张闻天、熊得山、刘叔华、邓拓等，北平方面的吕振羽、翦伯赞、吴
承仕等，都先后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 一) 平、沪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教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曾一度在平、沪高校历史教学中占有自己的讲席地位。由于北平和上

海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两大中心②，国立大学和私立大专院校众多，这成为左翼学者谋职的重要去

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课程在 20世纪 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曾大规模进入大学讲堂，其中以马
克思主义直接命名者较少，大部分寄身于社会主义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进化史、哲学史
等名目下。③ 平、沪高校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体说来，私立大学比国立大学容纳过更多的进步学
者，社会科学专业比文史类专业开设过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课程。
具体言之，国立大学里执掌左翼史学相关教席的，更多的是像张奚若、卢郁文等持自由主义立

场者，中共背景的学者较少。其时所谓国学或史学“王座”基本上又为学院派的胡适、傅斯年、蒋廷
黻等学者所把持。而吴承仕、范文澜等能在北大、北师大讲授国学，是因其深厚的旧学根底，在其立
场日趋鲜明后，也往往被迫离职。即使在社会科学诸系别，马克思主义者也容易成为当局打击的对
象。如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侯外庐、北师大社会学系的马哲民，都曾主讲社会学( 唯物史观) ，
1933年遭逮捕和解职。李达、邓初民 30 年代初曾在国立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分别讲授辩证唯物主
义和社会进化史，也皆因教育部的禁令遭到解聘。④

比较而言，当时的私立大学进步学者可谓众多，北平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有李达、吴
承仕、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齐燕铭、黄松龄、马哲民、陈启修、刘侃元、谭丕模、曹靖华等学者，而
上海复旦大学、法政大学等校则有李达、邓初民、陈望道、吴亮平、熊得山、钱亦石、朱镜我、潘梓年、
王学文等学者。进步学者在私立学校授课，所处的系别和专业与国立大学中进步学者的情况相近，
主要也是在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法律系、政治系等社会科学系别中，在史学系的不多，其所教授的
史学课程也多是专门史。如在上海法政学院政经系，王学文讲授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邓初民讲授
政治学和社会进化史，钱亦石讲授近代欧洲政治史，潘梓年讲授中国外交史、中国政治史⑤。在中
国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李达讲授社会学和经济方法论( 即政治经济学) ，刘侃元讲授西洋古代经济

史，黄松龄讲中国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杜叔林( 汪泽楷) 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⑥ 后吕振羽经李达
推荐来校，在经济系、政治系、国学系讲授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中国
大学在当时的北平高校中比较特殊，除经济系、政治系外，文史系因为吴承仕的关系也吸纳了一大
批进步学者。吴承仕讲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小学要略、三礼名物，吕振羽讲社会科学概论，齐燕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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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涤新:《忆社联》，载史先民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第 92页。
刘超:《战前十年知识界脉象发微———基于两种谱系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 2期。
陈峰、孙顺顺:《20世纪 30年代大学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3期。
宋镜明、刘捷:《李达年表( 1890－1966) 》，《江汉论坛》1981年第 3期; 吴伯就:《邓初民传略》，《晋阳学刊》1982年第 1期。
《上海法政学院一览》，上海法政学院 1933年，第 89、92、162页。
吴泽:《我的治学历程和史学观》，载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 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16页。



中国通史，曹靖华讲近代文学，范文澜讲《文心雕龙》。① 中国大学因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轰动一时，
被称为“红色大学”。当年熊德基热衷学习马克思主义却找不到门路时，就有同学劝他:“你要想学
马克思主义，再没有比中国大学更好的”。② 可见中国大学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的影
响力。
马克思主义课程能大规模进入大学课堂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如论者所指出的，是社会思潮

普遍趋向进步的结果。③ 其次，在当时的校务治理中教授、学生有着较大发言权。有些高校领导奉
行民主治校理念，为进步师生参与校务预留了空间，中国学院院长何其巩就是如此。高校中二级学
院的院长、系主任等也掌握了较大的用人权。如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白鹏飞、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
文澜等，都重视吸收马克思主义学者做教员。而李达、黄松龄、许德珩、周谷城、陈望道、马哲民、吴
承仕等，在暨南、复旦、北师大、中国大学担任各系主任期间，也积极聘请了大量进步学者。大量的
学生，也会向校方提出聘请进步教授的要求，而高校为吸引学生，往往满足学生的愿望。1932 年李
达进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就是学生坚决要求的结果。④ 有时中共及其影响下的学生会、学联也会发
挥重要作用。如 1934、1936年，北大学生会曾先后向学校提出聘请进步教授和增设帝国主义侵华
史、社会进化史、社会学说史等课程的要求，虽然遭到以蒋梦麟为首的校方当局的强硬拒绝，但也得
到一些进步教授的响应，如许德珩就主动增设了探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中国社会经济导论课。⑤

再次，当时的学界兼课现象颇为流行，如前述进步学者很多都在不同学校兼过课，有的兼课学校甚

至达十个之多，这实际也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最后，党组织的安排和革命者
的引荐也是重要因素。王学文曾指出:“‘社联’的重要活动是派人到大学去讲课和出版杂志，宣传
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反对派( 简称托派) 。派哪些人去学校教什么，在哪些杂志写
什么文章，都由党团讨论决定。”⑥社联研究部部长韩托夫称，社联在白色恐怖条件下曾倡导成员职
业化，“在困难时互相支援、互相介绍教书兼课等活动”，上海 100 多位盟员“分散在各大学和其他
文化机构会之中”。⑦ 可见党组织在引导进步学者进入高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述张庆孚介绍
李达、邓初民、熊得山等进入各高校就是如此。尤其是李达，他曾三次拒绝上海法政学院的邀请，但
在张庆孚告知组织同意的意见后，便毫不犹豫前往，此后又根据组织意见进入暨南大学并接替许德

珩历史社会系主任。⑧ 此外，党组织自办或合办的学校如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也曾吸纳
过进步学者。
至于国立、私立大学在容纳进步教授和课程上有所差别，是因为国立大学政府控制严格，而私

立大学政府控制松弛。私立大学学生在聘任和续聘教授问题上有更大发言权。不过也有例外，如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等，作为国立大学也容纳了不少进步学者。这种情况与其
政治压力较之清华、北大相对较小，校领导管理风格更趋柔和有关。⑨ 而进步学者多在社会科学诸
系而非史学系的原因，除了一般所认为的唯物史观藉社会科学之名流行、左翼学者受主流学界的排
挤等因素外，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尚处初级阶段，研究者少、研究者学术声望有限有关，同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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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德:《怀念老师吴承仕》，《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 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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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托夫:《关于中国社联的一些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 55周年纪念专辑》，第 128页。
宋镜明:《李达》，第 126页。
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 2期; 季剑青:《20世纪 30年代北平大学中的
左翼思潮》，《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 2期。



左翼学者多是社会科学专业而非史学专业出身也有关。
左翼学者的历史教学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著大量涌现。

很多学者基于授课需要，编著了教材，有的由学校统一印刷为讲义，有的则公开出版。如王学文的
《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 1930 年) 、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 1931 年) 、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
纲》( 1933年) 、李达的《社会进化史》( 1935 年) 、吕振羽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 1933
年) 等，都曾是课堂讲义。另一面，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后起之秀。唯物史观在当时大受
学生欢迎，许多后来成为史学名家的学者，如中国大学国学系的荣孟源、佟冬，经济系的吴泽，文史
系的熊德基，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的邓拓等，都是在那时奠定了其学术根基。
(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论争中发展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十年内战时期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平、沪地区马克思主义学者都
曾不同程度地卷入过，并有着不同的表现。
论战的掀起和高潮( 1928－1933 年) 以上海为主场，上海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力，而北平

地区的学者处于密切关注的状态。《新思潮》的创办、“社联”的筹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的出版、《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上的发声等，都与上海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相关。
论战前、中期的一些重要著述，如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 1929 年) 、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
究》( 1929年) 等，以及围绕论战出现的成果，如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 1925－1927) 》( 1931) 、李鼎
声( 李平心) 的《中国近代史》( 1933) 等，也多是在上海著成并出版的。
而此期北平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论战的参与程度不深。吕振羽、翦伯赞发表了一些论著，

他们的研究重点开始也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 侯外庐专心于《资本论》的翻译; 吴承仕、
范文澜、邓拓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尚未起步。不过，他们对论战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在平
时的教学、研究中，对托派和新生命派表现得十分排斥。如在中国大学，李达、侯外庐常在一起讨论
有关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缺陷。李达对于托派理论保持着非常敏锐的警惕性。① 当一些教员因宣
扬托派观点引发学生不满时，校方请李达和吕振羽去解围，李达也趁机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② 对
于新生命派，当吕振羽准备参与社会史论战时，李达曾引导他辨清史坛上的各种流派，选准马克思

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作斗争，吕振羽最终选择了影响最大的陶希圣作为批判对象，并针锋相对地
写作了《中国政治思想史》。③

到论战后期( 1934－1937年) ，论战中心走向分散，其中以北平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氛
围最为浓厚，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学者则以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为兴奋点。虽然在《读书杂志》于
1933年被查封后，南京的《中国经济》《劳动季报》，上海的《中国农村》《世界文化》《中山文化教育
馆季刊》，北平的《食货》《文史》《晨报》都成为论战平台，但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规模
看，北平学界更加突出，尽管囿于北平有限的出版渠道，他们的成果可能在上海、南京等地发表和出
版。其中，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1934年)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1936 年) ，吴承
仕的《五伦说之历史观》( 1934年) ，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 1935 年) ，嵇文甫的《船
山哲学》( 1936年) ，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 1936 年) ，吴泽的《殷代经济研究》( 1936 年) 等
著述，都是北平地区马克思主义者参与论战或积极探索的成果。而同期上海地区学者的成果相对
较少，其中以陈翰笙领导的中国社会调查和农村经济调查，及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1937) 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1937) 最具代表性。不过，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也为外地学者著述
的出版提供了便利，如王亚南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 1936 年)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 193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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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韧的追求》，第 35页。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 4期。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 4期。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1937年) 等就是在上海出版的。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是如论者指出的，中共干部派在社会史论战中曾采取了暂时静观的态

度。中共干部派在 1931－1933年间未曾参与《读书杂志》挑起的混战，这与其关注点在社会性质论
战、史料和理论的准备不成熟、苏联学界对论题缺乏官方定论等因素有关，直到 1934年苏联学界主
流观点渐次形成，中共干部派才陆续推出相关成果。① 二是 1930 年前后，由于上海政治环境恶化、
经济压力较大，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逐渐离沪，而北平则以其学术城地位凸显、学者生活相对优渥等
因素，吸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集聚，从而为论战后期的发声积聚了力量。② 如单就由沪抵平的
学者言，就有翦伯赞( 1928 年) 、吕振羽( 1928 年) 、刘侃元( 1930 年) 、许德珩( 1931 年) 、马哲民
( 1931年) 、李达( 1932年) 、吴泽( 1933年) 等，其中尤以李达声望最高。
不管怎样，平、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伴随着

相关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及其史著的问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学术形态形成，成为民国史坛

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劲旅。

四、结语
十年内战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关键期，平、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群体在

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北平与上海作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有着足够的文化受众、出版阵地、
文化场所以及文化辐射力，因而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集聚地。两地学者有着领导斗争的统一
组织———文化运动总同盟及其领导下的社联或教联。两地的学术资源也会相互流动，20 世纪 30
年代初许德珩、马哲民、李达等学者先后受北平高校邀请北上授业就是典型例子。两地学者多具有
留学经历，学术背景也很多样。除侯外庐、陈翰笙、杜钢百外，很少有纯粹史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
而多是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转入史学领域或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
者，因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更多地集中在高校中的社会科学诸系，不过他们都共同走向了历史唯

物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其思想理念也都带有苏联哲学的明显特征。这实际与新兴社会科学传
播趋势相契合。
不过，北平和上海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情况也存在差异。上海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

史论战的爆发地和主战场，北平的学者则主要起了呼应作用，最初论战参与者相对较少。上海社联
吸纳了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论战的重要参与力量。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史著出版数量和
质量总体上也比北平要多要高。究其因，与上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有着更大规模的文化市场，以
及得域外风气之先等因素有关。当然，北平也有比上海占优势的地方，那就是国民党统治较上海薄
弱，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组织和学者遭受破坏和逮捕的情况比上海要少，而高校内红色教授的势

力也较上海更加强大，尤其是到了社会史论战中后期北平作为学术城吸引了大批左翼学者的到来，

从而成为论战的新的中心。总之，平、沪两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中开展学术
活动，坚持学术研究，共同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 下转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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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乔治忠:《20世纪 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 5期。
论者指出 1927年和 1930年前后，上海曾出现知识分子云集，嗣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移居北京，左翼知识分子留守的局
面。( 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77－185页) 在这十年间，北平和上海分别为学术中
心和文学中心、自由主义的营垒和左翼革命的堡垒。( 刘超:《战前十年知识界脉象发微———基于两种谱系的考察》，《江
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 2期) 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是上海而非北平成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策源地
的问题。不过笔者也认为，所谓自由主义的北平和左翼革命的上海的形象恐怕没有那么截然分明。单就左翼学者( 区别
于左翼作家) 言，1932或 1933年以前可能更多地集聚上海，此后则以北平数量称胜。



Muraoka Tsunetsugu’s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Wang Meng

［Abstract］Muraoka Tsunetsugu ( 1884～1946) was the founder of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omparing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s，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 scholarship，the collation of Muraoka’s
manuscript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relevant western theoretical works，researchers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im． The basis of Muraoka’s theoretical system are Boeckh’s phil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Baden，school of neo － Kantians． Muraoka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modern
German humanism，especially Ｒomanticism and Historicism． Muraoka inherited and even misinterpreted
them，then formed his own research style． Essentialism and personality research are its main features．
This style of historiography sets the tone for the study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Muraoka Tsunetsugu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moder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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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ers in Peiping and Shanghai
during the Ten－year Civil War

Xie Huiyuan

［Abstract］During the ten－year civil war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Peiping and Shanghai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ers because of their huge“cultural
market”． Ｒelying on the relevant cultural organization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y carried
out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promoted academic research，especi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social history，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ultimate
form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is period，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field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academic activities，so the differences of historiography between the two places
had gradually grown．
［Key words］ ten-year civil war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cademic activities Peiping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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